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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村经济》对农民合作社本土化实践的启示

杨艳文

（中共农业农村部党校 农民合作社发展中心，北京 102208）

摘 要 《江村经济》所蕴含的“从实求知”方法论准则和“志在富民”的学术宗旨激励

一代又一代学人研究探索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独特路径。该书在研究方法创新和学术理论

上的贡献已得到了大量研究阐释，但书中所揭示的“有组织的社会变革”实践原理并没有引

起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探讨。研究梳理再现书中所述析的 100年前知识青年在江村开展农

村合作事业引领乡村现代化转型的生动故事，认为在社会变革的实践论层面，书中所揭示

的农户家庭再生产，乡村经济、社会与文化诸系统之间的基本关系原理，为今天新的时空条

件下开展合作社本土化实践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改革提供了丰富的启示：要找准新时代农

民合作的需求、潜在基础及可行的合作路径；增强农民参与合作的主体性；合作社发展须同

推动乡村社会文化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结合起来；需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对合作社组织文化进

行本土化改造；应大力培育具备现代合作意识、善于运营管理的高素质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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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江村经济》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和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关于该书的学术地位、

理论贡献、社会科学方法论启示等，已得到学界的大量研究和阐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江村学”将费

老在“古今中外”文化际遇下追求“文化自觉”的富有中国气质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方法论继承并发

扬光大[1]。过去，学界着重从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学理层面对《江村经济》进行了大量解读和阐释，而

书中所揭示的社会科学的实践造诣及社会科学研究对“有计划的社会变革”实践所具有的指导作用，

尚未得到应有的阐发。

无论是在马林诺夫斯基为全书所做的序言中，还是在费老本人所写的开篇前言中，都对该书所

蕴含的指导“有计划的”社会（文化）变迁或“有预期目的”社会（集体）行动的社会科学实践品格和功

能做出了特别的强调。马林诺夫斯基充分肯定作者“在科学研究中勇于抛弃一切学院式的装腔作

势”“费博士看到了科学的价值在于真正为人类服务……一切改变是有计划的，而计划又需是以坚实

的事实和知识为基础的”[2]；他认为“有关蚕丝业的这一章是本书最成功的一章……它证明，社会学需

要研究社会工程的有关实际问题”[2]。费孝通本人在全书的开篇前言中也特别阐明了社会科学研究

对指导“有计划的社会变革”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社会科学的功能就在于“正确地了解当前存在的以

事实为依据的情况”从而“引导这种变迁趋向于我们所期望的结果”。“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

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要同它们意欲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分

析……这就是社会科学者的工作，所以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作用”[2]。

在经济社会诸领域都在实施各种变革和创新实验的今天，迫切需要汲取历史上社会变革实验的

经验智慧，充分发挥社会科学指导变革的实践品格。除了挖掘阐释《江村经济》的学术影响、方法论

贡献、理论创新价值，书中揭示的江村变革实践原理及通过科学研究来指导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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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社会科学研究旨趣理应得到系统总结和发扬光大。事实上，《江村经济》生动描述了民国时期乡

建运动背景下，知识分子和地方领袖们在吴江县开弦弓村发展农民合作社以改进复兴乡村工业、推

动乡村经济社会变革的故事，深刻揭示了当时知识阶层发展合作社主动引导乡村经济社会变革所面

临的动力与阻力，对改革者预期目标与未曾意料的经济社会后果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学术分析，阐释

了 20世纪 20-30年代仁人志士试图在中国乡土社会嵌入现代合作经济组织、重组农业和农民，推动

乡土社会现代化转型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本研究拟从以合作社引致江村经济社会变迁的“有计划

的社会变革”实践层面，探讨《江村经济》一书所揭示的社会变革实践原理对今天因地制宜发展农村

合作事业的启示。

一、江村发展合作社的思想背景及费达生对合作社本土化实践的贡献

合作社思想起源于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其宗旨在于建立无产阶层共有共享、民主自治的以劳动

和交易量作为剩余分配依据的互助组织，以团结劳动者结成“弱者的联盟”来对抗资本的盘剥。农民

合作社本质上是一套非常理性化、现代化的西方组织文化，是伴随着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进程而

不断发展和成熟的经济社会组织形式和理论体系，其在欧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进

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学者较早接触并在国内传播和实践农民合作社思想。近一百年前，为了振兴乡村以应对千

年未有之大变局所产生的危机，以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等知识分子和实业家为主力军，自下而上

发起了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创办各种类型的合作社以组织团结农民、更新思想观念、提高文

化素质、改革生活习惯、推广先进技术是当时诸多乡建领袖共同的理念和做法，农民合作社成为“文

化下乡”的重要组织载体。在当时众多知识分子开启的农民合作社试验中，最独特的要数费孝通的

姐姐费达生在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创办的“养蚕与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其与众不同的地方不

仅在于费达生是一位女性改革者，更重要的是与当时众多乡建领袖以合作社为工具开展教育下乡、

文字下乡等精神层面的现代化改良方案不同，费达生是将复兴乡土工业以增加农民收入、解决农民

的“饥饿”问题作为突破口，是把合作经营的原则引入中国农村经济的最早尝试，是“现代性的另类

追寻”[3]。

1920年代初，费达生在日本留学，深切感受到明治维新后日本蚕丝业兴盛对中国乡村传统蚕丝

手工业的巨大冲击。毕业后她回到母校江苏女子蚕校工作，深入农村从事桑蚕丝绸科学技术的推

广，试图重振祖国蚕丝事业。1924年春，费达生带领技术人员来到开弦弓村，看到当地农民养蚕使用

土种、土办法，蚕病不断发生，有农户因蚕茧欠收而上吊投河，家破人亡。她们决心推广新的养蚕技

术，于是在开弦弓村建立了蚕业指导所，组织 21户人家建立蚕业合作社。合作社使用蚕校培育的改

良蚕种，用科学方法饲养。当年春茧丰收，入社农户收入倍增。1925年合作社扩大到 120户，组成 5
个小组，实行共同消毒、共同催青、稚蚕共育、共同售茧。合作社蚕茧的产量和质量都优于普通农户，

农户纷纷要求入社。开弦弓村蚕业合作社科学养蚕的信息，传遍了太湖周围的乡镇[4]。

之后，费达生又带领蚕校推广部在吴江、无锡等多个市县设立了蚕业指导所，指导农户成立蚕业

合作社，推广科学养蚕。随着科学养蚕技术的推广，蚕茧产量提高，制丝改革提上了日程。1926年，

费达生开始在震泽开展土丝改良实验。她举办制丝传习所，改良传统缫丝车，研制木制足踏丝车，改

良丝的质量大幅提高，售价可比土丝提高 1/4。1929年，费达生又在开弦弓村，组织蚕农入股，争取银

行贷款，创建了“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她们自己动手设计并建造厂房，引进日式机器，培训

农家女子上岗操作，使农村妇女“农闲时作工，农忙时务农”。合作制工厂立足农村，以蚕业合作社为

依托，拥有先进技术和设备，生产出来的蚕丝品质好，能直接销售到上海市场，避免了中间商的盘剥，

提高了蚕丝业的利润，得到农民群众的广泛拥护。

1934年，费达生在《大公报》上专门撰文《复兴丝业的先声》总结乡村制丝合作社的三大优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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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原料统一，有利于提高茧丝质量；二是费用较轻，有利于降低成本；三是经济伸缩力较大，工人亦工

亦农”，她设想通过实验建立起一套“体现合理分配的社会理想之组织”，并认为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

试验，有可能“展开 20世纪人类历史的序幕”[5]。国民政府中央合作研究班在对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

报告中说，该合作社“份子健全，组织完密，自选育蚕，至于缫丝，无不采用科学方法，以至业务发展有

蒸蒸日上之势，非独为一县一省生产运销合作社之楷模，抑亦全国之标榜也”。日本学者古田和子也

曾评价道：“开弦弓村开设的一座小规模的缫丝厂，虽是农村发展迈出小小的一步，却是现代中国极

有价值的试验。”[6]费达生在江村开展的养蚕缫丝合作事业，也是对农民合作社思想理论本土化实践

的伟大探索，引起了费孝通的极大兴趣，江村这场有计划的社会变革所留下的宝贵经验在《江村经

济》一书中得到了深入剖析。

二、《江村经济》书写的以合作社引致江村变革的生动故事

1936年夏，费孝通来到开弦弓村，在当地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田野调查。他串门访户，搜集掌

握了该村经济、社会、文化、民俗等多方面的资料，了解该村的家庭结构、财产继承、亲属关系、土地所

有制、蚕丝业改革等问题，对当地农民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了全方位调查。在此基础上写成的《江

村经济》一书，生动再现了当年开弦弓村发展合作社以复兴乡村工业、推动乡村经济社会变革的故

事，深刻揭示了以合作社为组织载体、以合作制为行动范本的“有计划的社会变革”所获得的动力、遇

到的阻力及其所陷入的结构性困境。

1.改革背景：乡村经济系统故障导致社会系统解组

1920年代的江村是太湖边上一个以水稻种植为主的村庄，全村 1458人共有 3065亩土地，90%以

上的土地都被用于种植水稻。正常光景下，全村年产大米 18000蒲式耳。当时村里一个普通的四口

之家①约有 10亩土地，每亩地一年可产大米约 6蒲式耳，土地上一年的主要产出就是 60蒲式耳大米。

维持这样一个家庭的温饱一年需33蒲式耳大米，剩余的27蒲式耳拿到市场上去销售②，可换得约68.4
元钱用于弥补其他家庭开支。除了粮食和部分蔬菜能自己生产之外，在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下，维

系这样一个普通家庭衣食住行用以及社会交往和代际再生产所必需的礼仪活动等正常生活的最低

开支约为263元/年[2]。

可见，如果仅仅依靠自家土地上长出来的产物，江村农户无以维持家庭生计，每年将有约 131.6
元的支出缺口需要弥补。以养蚕、缫丝为核心内容的家庭副业和手工业成为弥补农户收入维持正常

生计的重要支撑。据测算，蚕丝工业兴盛时，每两生丝价格超1元，一般农户家庭一年可生产生丝280
两，除掉约 50元生产成本，尚有 230元的收入足以弥补家庭的生计缺口，农民还可以有一些零花钱来

开展各种文娱和礼节性活动，生活相对比较宽裕。然而，世界现代工业生产的崛起导致土丝价格暴

跌，给农户家庭的生计带来了沉重的打击[2]。市场的萎缩导致乡村家庭蚕丝工业破产，农户不足以维

持正常的生计。一些礼仪交往的开支大幅缩减，以往用于扩大社会网络的名义上的收养也不再流

行，即便亲属关系都成为负担，成年人婚事延后，童养媳现象开始流行……以蚕丝为主的乡村手工业

的衰败，使农户家庭的社会再生产面临中断。经济系统的故障，给乡村社会文化系统乃至基层政治

系统都造成了严重影响，整个乡土社会的存续和继替都无以正常进行，传统乡村社会系统面临解体

危险。

2.改革行动：引进合作组织以复兴蚕丝工业

面对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当时的地方政府和其他社会力量开始各种改革尝试以减轻乡村手工业

破产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在江村，镇政府的改进社、村长及来自女子蚕校的知识技术人员，一同发起

① 费孝通根据当时村里家庭构成情况构建的一个“理想类型”家庭，即由一个老年妇女、一对成年夫妇和一个小孩组成的家庭，因

为当时全村家庭平均成员为4人。

② 当时新米上市，每蒲式耳大米的价格约为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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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重振乡村蚕丝工业为目的的“有意识的变革”。改革的主要思路是从技术上改进、复兴作为农户

家庭第二收入来源的乡土工业。

改革者认为，江村农民收入锐减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用传统方法养蚕，不仅蚕的吐丝量少，而

且面临病蚕灾害的风险。在最坏的年景里，只有 30%的蚕能活到最后阶段并结茧，因为农户传统养

蚕方法对蚕的病毒传播没有预防措施。二是传统家庭手工作坊生产出来的土丝质量，已经无法适

应西方现代纺织工业技术。蚕丝出口对生丝粗细程度、断头现象等都有精确的规定，手工缫丝生

产出来的蚕丝已经无法满足出口要求。生产同样数量的生丝，从市场上已不能换取往昔数量的

钱。为了复兴蚕桑业增加农民的收入，改革者们以合作社为载体，在江村发起了一场“有计划的

变革”。

（1）改革初步：组建合作社推广科学养蚕。改革行动的第一步是组织农户成立养蚕合作社，推广

科学养蚕，提升蚕茧产量。改革者最初组织了村上受灾最严重的 20户农民及 1名本村的开明绅士成

立了“蚕丝改进社”，主要进行蚕种和喂养方式改革。改革从蚕蛾产卵、蚕种改良开始，然后是孵化、

养蚕、收集蚕茧。为了便于管理和指导，各家幼蚕集中到公共房间里喂养，叫“共同催青”与“稚蚕公

育”。改进社在村里专门建有 8间公用蚕室，1923-1925年期间对每张蚕种收 2毛钱作为建筑费。第

三次脱皮后，公用房间不足容纳，蚕被搬到各家各户分别喂养。养蚕技术变革还包括引进秋种，使这

个地区一年可以育三次蚕。通过这些初级合作方式进行科学育蚕，参加改进社的蚕农都得到了好收

成，其“茧质之佳，茧量之丰为历年所未有”[7]。

（2）改革深入：创办合作工厂开展“土丝改良”。改革行动的第二步是以合作制为原则，在村上开

办使用现代缫丝机器的合作工厂，旨在提升生丝质量，减少中间商盘剥，提高农户利润。对农户来

说，缫丝是产业的终点，生丝的销售则超出了农民所能掌控的范围，因此大部分利润都被茧商和丝行

所赚取。“农民辛苦了一年，劳动的结果却给了茧商，至于丝商，不很费力而获得大利，在我们看来是

一种不公平……所以我们就进行农民合作烘茧和制丝”，让“由茧成丝这一节所获得的利益，仍旧回

到农民手中”[8]。因此，改革者们又着手将改革工作推入缫丝和销售的环节。最初时候，改革者试图

推广改良机器代替旧式机器，以提高农户生丝质量。1924年帮村里添置了 10台新式机器，1927年增

加到 100多台，全村 70多名妇女参加讲授新式机器使用的培训班。这种“改良丝”虽然比土制丝好，

但质量仍达不到出口标准，1928年丝价跌到 60元/斤[2]。为提高蚕丝品质，必须引进蒸汽引擎，建立

使用现代工艺技术的集体工厂。

以合作社原则为范本，改革者为工厂设计了一套成员所有、合作共享、民主管理的制度框架。合

作工厂名义出资额为 10000元，分成 1000股，每股 10元。入社成员每人至少认购 1股，共吸纳有 429
名成员，基本包括了江村所有农户及邻村的 50户，第一年认购了 700股，股金可在 5年内交款[2]。农户

成员对合作工厂的义务是提供原料，部分成员可以入厂工作领取工资。当时有 50多个村民入厂工

作，工人每年工作 150天，约可获 70元工资[2]。工厂所需的技术由蚕校免费提供，蒸汽机等机器设备

则采用支付折旧费用的方式从蚕校借用（估值 4000元）。建造厂房的费用本应来自入社成员的股金，

但直到 1936年，合作工厂只收到一半的成员股金，所以工厂所需的资金需另外筹措，主要是靠银行信

贷。工厂以蚕茧为抵押从银行借款，先期支付农户蚕茧价值的 70%，剩余 30%延期付款[2]。由于单

靠成员提交的原料还不足以维系工厂的长期运转，为提高机器设备的使用率，工厂还发展“代缫”业

务，替城市工厂缫丝。1932年以后，代缫丝量已与村里农户成员供应的原料等量齐观。

3.改革困境：农民终究没能合作起来

江村改革在蚕种改良、新技术推广使用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蚕茧产量和质量都大幅提

升。但产量的提升，并不意味着农户收入的增加。合作工厂的成立，就是要在养蚕基础上发展现代

加工业，以将利润锁定在农民手中，这是实现农户增收至关重要的一环。以合作制组建工厂的意义

在于工厂属于农户成员共有，分配按成员与工厂之间的交易量来民主商定，而不是像资本主义股份

公司那样按照股份额度多寡分配，利润都被资本拥有者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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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工厂第一年（1929）纯利润 1080万元，为鼓励成员并扩大影响，70%的利润用于分红，15%
的利润做储备金，其余 15%的利润以 4∶3∶3的比例用于改良储备金、来年开支津贴和职员奖金。这

一年成员所得分红相当于入社股金的 2倍，合作工厂取得了“开门红”[2]。然而，1930年后国际丝价

急剧下跌，加上工厂负债高达 7700多万元，自 1931年起，工厂开始还债，因此陷入了入不敷出状

态。这段时期，工厂将全部盈利用于还债、支付工人工资以及购置新机器设备①，不再向成员分配

红利。

因为无法获得分红，入社农户不愿缴纳入社股金，也不愿意将足量的蚕茧销售给合作社，合作社

原料不足以维系工厂的持续运转。从 1930年到 1935年，成员向工厂供应蚕茧数量逐年下降，1932年
总供应量已不足以供工厂开工 100天之用，工厂原料越来越依靠于外界，合作工厂与农户成员之间的

利益关系变得日益松散。此外，技术变革导致很多乡村妇女失业。过去，全村至少有 350名妇女从事

缫丝工作，开办工厂后，等量的工作不到 70人就能轻易担负起来，这意味着近 300名妇女失去了劳动

机会[2]。乡村劳动力过剩使得原有家庭手工作坊死灰复燃，因为全村的农田面积是如此之小，无法把

剩余妇女劳动力引向田间地头②，当地也没有新的工业来吸收这些多余的妇女劳动力。于是乎，农户

保留蚕茧原料，开始重操旧业，恢复家庭手工缫丝，江村的缫丝手工业几乎又退回到了变革初期的

状态。

三、《江村经济》揭示的系统变革思想及乡村变革实践原理

对于在江村发生的这场借助合作社实施的有预期目标的社会变革实验，费老在该书及后续的相

关著作中做出了全面剖析，深刻阐明了农户家庭再生产、乡村经济制度与社会文化之间环环相扣、相

互作用的社会变革系统论思想，蕴含着丰富的乡村变革实践原理。

1.农户家庭是乡村经济社会和文化系统的基础，乡村变革必须让农户家庭有获得感

农户家庭是整个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系统的核心要素和基本单元，维系家庭的生存与再生产既

是乡村经济社会文化体系的基本功能，也是乡村社会再生产的关键环节，更是乡村文化系统赖以延

续的基本载体。家庭、亲属关系、社交网络的维系和再生产构成了乡村社会文化的绵延继替。以江

村为代表的当时中国乡土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农户家庭处于无以维系最低生活水准的生产经营状

态，“人民的饥饿问题”成为当时关系社会安定的根本问题。而饥饿问题产生的根源，不仅仅在于土

地不断被集中于少数人手上，更关键的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冲击下，作为弥补农户生计重

要来源的乡村工业体系土崩瓦解。“土货市场让给了洋货”后，昔日建立在“地租”和“农工相辅”基础

上的传统互惠共生型城乡关系变异为城市纯粹剥削农村的“相克”型城乡关系，“地租经济”和日益加

剧的高利贷系统榨干了农村的血液。

以费达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通过建立合作组织推广先进技术，有力提升了蚕茧产量，显著增加

了当时农民的收入，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使得加入养蚕合作社的农户成员不断发展壮大，合

作养蚕模式最后遍布江南，并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但是，缫丝合作工厂的组建运营，并没能

如期持续增加入社农户的收入，以至于后期农户大幅减少对工厂的原料支持。江村变革正反两方面

的经验表明，让农民有获得感是乡村改革赢得支持和取得成功的关键，这是适用于任何时代而皆准

的改革实践哲学原理。

2.乡村社会文化系统建立在经济系统上，推动经济变革必须与社会文化变革相协同

乡村经济系统的正常运转是维系乡村社会文化系统乃至政治系统正常运转的基础。现代工业

冲击下乡村手工业的瓦解，首先使江村农户家庭生存和再生产无以维系。经济系统的故障，导致了

江村社会文化系统的紊乱，乡村公共事务的颓废进而导致乡村政治系统权威也遭遇挑战。地方政府

① 1935年，工厂清偿债务后，重新装备现代机器，添置了由日本最新型机器改装的新机器。工厂的产品被出口局列为最佳产品。

② 据费孝通测算，当时一个男丁能耕种6亩地，江村的农田面积是与村里男丁数量相配套的生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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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力量乃至农户家庭，共同配合引进了合作社组织推广科学养蚕技术提高了生产力和生丝质

量，但是最终并没能带领农民走出一条理想的乡村工业现代化道路。

费老认为“产品改进不单是一个技术变革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再组织问题”。仅有技术的推广使

用，没有相应社会组织方式的变革，旧有的经济系统仍然无法实现顺利转型。江村变革试验在科学

养蚕技术的推广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这一组织形式终究没能有效融入农民经济社会生活的制度

系统中。“改革者只教授女孩子如何缫丝，而没有教社员如何当工厂的主人”。现代化的技术设备进

来了，合作工厂建立起来了，但农户自身的思想意识没能跟上，农民的主人翁意识（相应的民主管理

思想和参与素质）没有培育出来，对合作工厂运营困境不知情，无法参与管理和决策。他们并不关心

工厂的负债，也不懂得积累与分配的关系，他们只关心年底有没有分红等眼前利益，因为这关涉到他

们能否正常维系基本的家庭生计。“只要教育工作跟不上工业改革的步伐，合作工厂可以只是为人民

而开设，部分属于人民，但绝不可能真正由人民管理”[2]。

3.引导乡村变革要认清乡村内外部动力与阻力，特别要能驾驭结构性力量的影响

费老对江村这场“有意识的变革”做了经典的结构—功能分析，认为“传统力量与新的动力”共同

作用于江村的社会变迁，“对任何一方的低估都将曲解真实的情况”[2]。他对江村变革实验中改革者

的预期目标、改革的动力和阻力都进行了详尽剖析。改革的动力主要是促使变化发生的村庄内外部

力量，包括国内外市场、地方政府、村庄士绅以及农户自身需求；阻力则更多是来自各种看不见的结

构性力量。这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会导致情况不断变化，改革者不一定能驾驭改革朝着既定目标发

展，，能否实现改革预期不仅取决于两股力量的平衡和妥协，还在于能否争取更广泛、更系统的外部条

件的支撑。

江村的变革试验之所以最终没能实现改革者的初衷，除了来自农户家庭方面股金不按期缴纳、

原料不如数交予工厂、参与管理不足等内部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没能获得外部市场等结构性力量

的支撑，可谓“生不逢时”。变革的结构性力量是指必须将乡村变革放到区域经济社会历史与现实、

整个民族国家政治文化乃至国际市场分工中考察以借助更宏观持久的势能，即人们通常所言之“时

势”。江村变革实验中，合作社推广了科学养蚕技术，大幅提高了蚕茧产量；合作制工厂引进了国外

先进缫丝技术，提高了成丝质量，也赢得了政府的重视和社会力量的支持，但这些后来并没能持续增

加农户的收入。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的崛起导致国际蚕丝价格大幅跌落，变革者能引进技术，却无力

掌控更为广阔的世界工业变革带来的市场体系的变化。

因此，费老认为弥补农户生计需要的新式乡村企业组织能否成功，最终取决于中国民族工业的

发展前景，他特别指出“不要低估了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力量”[2]，同时强调，现代乡村工业体系的重

组不能简单模仿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组织方式，而应建立在合作制的原则和基础上，将工业经济

的利润锁定在劳动生产者手中，而不是被少数资产者赚取。能否从“技术的配合”和“组织的统一”上

协同变革，从传统乡土工业中长出新式乡土工业，进而建立起现代民族工业，与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在

世界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成为实现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关键[9]。

四、《江村经济》对当前发展合作事业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启示

发展壮大农民合作社，推动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是党中央的重要决策部署。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指出：“要突出抓好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两类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赋予双层经营体制新的

内涵，不断提高农业经营效率”[10]。几乎每到农村视察，习近平总书记都会调研走访农民合作社。

2020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时又强调：“合作社的路子怎么走，我们一直在探索”“希望乡亲

们再接再厉，总结经验，不断推广，同时要鼓励全国各地因地制宜发展合作社”[11]。当前，全国在市场

监管部门登记注册的合作社已突破 220万家。农村合作事业在取得较好成就的同时，也因各种“异

化”和“失灵”现象而遭受质疑和诟病，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40



第6 期 杨艳文：《江村经济》对农民合作社本土化实践的启示

一是合作社扶持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因层层加码或目标异化而带来的合作社虚假繁荣与公共政

策失灵问题。由于自上而下的推动发展模式和不合理的政绩观作祟，一些扶持合作社发展的公共政

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目标异化，使得有限的公共政策资源陷入不断纠偏改错的自我循环中。例如，

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刚出台时，一些地方出于政绩考核压力而将数量目标取代质量要求，人为制

造出许多合作社，导致“空壳社”“僵尸社”的大量存在，部分合作社甚至沦为套取涉农项目资金的工

具，以至于农业农村部 2019年出台“空壳社”专项清理工作方案，要求各地持续深入开展“空壳社”清

理行动。相关公共政策在贯彻执行中产生的潜功能从昔日的“引发造假”走向如今的“专注打假”，各

地反映当前公共政策资源在各种纠偏、防错和规范建设方面着力多，在“因地制宜”指导合作社创新

发展上抓手不足，着力不准，农民合作社创新发展的动能不足。

二是大量经济效益较好的农民合作社实际上也处于“名实分离”状态，不但没有充分发挥理论上

的联农带农功能，反而沦为资本与权力合谋排挤或剥削小农的工具和载体。一些研究指出国内多数

合作社没有贯彻落实合作社“所有者与惠顾者同一”的本质规定，因此现实中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可

谓凤毛麟角[12]。合作社如果不能坚持其“农民所有，民主管理，交易惠顾”等独特的组织原则，则很难

发挥其理论意义上的“弱者的联盟”功能。另一些研究甚至发现，在资本和部门利益的合谋下，大股

东主导的合作社成为主流形式[13]，在有限的资源争夺中处于优势地位，小农户甚至逐渐被排斥，合作

社被“精英俘获”，沦为大农吃小农的工具[14]。

三是农民主体性缺位，参与水平和能力不足。《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发实施 15年以来，一般农户

的合作意识及参与合作的能力依旧没有显著提升，全社会对于合作社组织文化的认同、了解和关注

不足，这成为阻碍农村合作事业繁荣的根本性障碍。统计上看尽管全国已有 6000多万农户加入了农

民合作社，但许多民众对合作社并不知情，要么将其等同于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民公社，要么将其

等同于一般的农业企业。“许多农民没有听说过合作社，更不知合作社怎样运作”，加入了合作社的农

户“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合作社成员”[14]。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没有得到根本

改观，农民参与合作的主体性未培育出来。因此，众多参照法律法规依葫芦画瓢创办的小型农民合

作社在发展过程中面临各种“合作困境”，内部无法开展资金和保险互助，外部无法建立起基于契约

的市场和社会信任关系，规模小、资金缺、产品单一、产业链短、销售渠道窄等各方面的问题始终得不

到解决。总之，合作社发展壮大的民众基础和社会支撑依旧十分薄弱，农村合作事业发展陷入了有

合作组织、没合作参与的尴尬境地，众多合作社依旧处于“弱小散”状态，市场地位不高，竞争实力不

强，以至于“合作社再组织化”的呼声渐起。让人担忧的是，如果专业合作和单体合作的基础都不牢

靠，推动联合合作岂不是将大厦建立于流沙？

诚然，以发展的眼光和包容开放的心态来看，当前国内合作社发展中产生的各种“异化”现象在

一定意义上正是富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创新形态[15]。作为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孕育出来的

富有现代组织理性的独特组织文化，合作社在中国农村社会的推广应用，本身就充满了国际化与本

土化的张力。但我们必须思考和面对的根本问题是：怎样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制度环境和文化背

景下，发挥合作社潜在的理论意义和功能，将千千万万小农户组织起来实现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

从而助力我国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转型？怎样才能结合我们的本土文化资源、制度环境和乡土民情，

进行本土化的探索和实践，蹚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农民合作社发展道路？《江村经济》所揭示的乡村社

会变迁的系统论原理，为今天开展合作社本土化实践提供了如下启示：

（1）必须实事求是，准确把握新时代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关系，找准新时代农民合作的需求、潜在

基础及可行性合作路径。《江村经济》对 100年前长江中下游流域一个村落的农业生产系统、农民生活

系统和农村社会文化系统做了全景式描述和分析后，诊断出了从复苏乡村工业着手，以农民合作社

重组乡村经济社会的改革道路背后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可行性。100年后的今天，我国的乡村经济社

会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前的农业、农村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比较松散，许多农

民已不依靠农业生产经营为基本生计来源，外出务工经商成为众多农户家庭的主业，农村相对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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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关系网络也随着城镇化而冲散并延展到了广阔的城市空间。在农村社会同质性解体，异质性

不断提高，农民高度分化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开展新时期农村合作事业，必须深入基层，如实了解农村

发展面临的真实问题，了解农民开展合作经营的潜在基础和迫切需求，在此基础上探寻可能的合作

路径。如费老在《江村经济》开篇中即提出的，迫切“需要一批从事社会科学的人，去尽可能客观地掌

握农村经济社会事实，在事实基础上开展实践”[2]。《江村经济》“从实求知”的研究取向为新时期理解

农村、认识农民、做好农村合作事业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引，时代也呼唤像费达生一样的知识青年

“贴着地面走”，因地制宜探寻农村新型合作组织的可行路径。

（2）弥合政策目标与农户家庭发展目标，织牢农户、合作社及村集体等农村关键主体间的利益关

系网络，增强农民参与合作的主体性。站在国家的角度，党中央发展农民合作社的重要目标之一在

于将分散到户的土地集中起来实现适度规模化经营从而推动农业经营现代化，提高农业经营效率。

而农户家庭是否愿意加入合作社却有其家庭的“小算盘”，他们并不完全是站在党和国家的战略高度

去做出选择，而是紧密结合家庭的发展需求而决定入社与否。在“离土不离农”的情境下，农户家庭

依旧是当前农村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单元，有效开展农村合作事业必须瞄准农户家庭发展的当务之

急。调研表明，当前农户家庭全面发展的迫切需求，并不单纯在于收入的持续增长，农民对提高农村

医疗、社会保障水平，缩小城乡差距，增加幸福感和安全感等提出了迫切要求[16]。只有各级政策目标、

合作社的组织目标和农民追求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实现高度耦合，农村合作事业才有源源不断

的发展动力和生命力。因此，发展农村合作事业不仅是要促进农民之间的合作，更是合作社与村

庄、合作社与涉农企业、国家与农民之间利益关系的重塑。要使农户理解认识党中央的目标，自觉

拥护并加入到农村合作事业中来，不仅需要自上而下的思想意识的宣贯、政策的出台和推行，关键

还在于合作社、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及地方政府等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利益机制

的搭建。只有让作为核心参与者的农户从中获益，主动参与进来，才能使合作成为可能并得以

持久。

（3）发展农民合作社不能只顾产业现代化目标，还必须同推动乡村社会文化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结合起来。江村改革陷入困境，经济系统的改革与社会系统的变迁未能同步是关键，光有技术上的

革命，没有思想文化和社会组织制度上的协同。因此，准确认识和把握当前农户家庭和农村经济、社

会文化系统之间的关联，是有效开展农村合作事业的基础。从农户家庭来看，家庭再生产和全面发

展仍然是农户家庭的核心任务。但是支撑农户家庭这些基本功能的经济、社会、文化系统已远远超

出了村庄范围而转移到了更广阔的城乡空间，乡村原有的熟人社会网络不断淡化，建立在熟人社会

基础上的传统乡村文化也不断瓦解。与此同时，市场力量的不断介入导致相对封闭的乡村社会变得

日趋开放和多元化。当维系传统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的一系列纽带都发生了断裂后，政策曾试图以

“社区化”思路来重组不断“原子化”的乡村社会。但这种自上而下的社区建设动力后来因普遍遭遇

社区公共性不足、社区建设成本抬升及风险难以防范等问题而逐渐衰减[17]。理论上讲，农民合作社既

有经济组织和产业整合功能，还有民主参与、联贫带贫、增加社区福利等多重社会功能，是构建生

产、生活、生态“三生协调”的新型农村社区共同体的理想组织载体。开启新型农村合作经济道路，

亟需在农村基层组织体系上正确处理国家、市场、社会与村庄的关系，使作为市场主体的合作社与

原有乡村基层组织体系实现有效衔接并发挥协同作用，以沟通协商理性锻造出新的乡村社会共

同体。

（4）以合作社重组乡村经济社会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亟需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对合作社组织文化进

行本土化改造。农民合作社组织文化萌发并形成于西方特定历史情境和发展阶段，其在中国农村落

地生根，首先面临着一个文化调适的问题。中国农村社会一直以来就有自治、合作的精神，但是其组

织载体截然不同，过去乡村社会的自治合作依靠的是建立在血缘、亲属、宗族关系基础上的社会关系

网络。今天之所以要引进合作社这样一种极具现代性的组织文化来重组农业农村，是因为经过 40年
来的市场经济洗礼和城市化发展，乡土中国传统的那套自治组织和自治文化发生了断裂，农村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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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化、空心化的危机。当前我国发展农民合作社的基本国情与西方历史上合作社产生和发展的经

济社会情境截然不同。在拥有世界上最大农村人口的中国，发展农村合作事业必须着眼于现阶段特

有的城乡关系和多样的乡村社会文化环境，对合作社的组织文化进行本土化改造。以“党建引领”

“党支部领办”等为代表的多种组织运营模式的探索实践，以“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为代表的

多样化合作内容和形式，以村土地股份合作社为代表的新型农村合作经济与村集体经济的共生共

荣，以“一肩挑三担”①为代表的合作社领办人员的公益性等独特组织特征，都表明我国农民合作社开

始呈现出独特的中国气质，正影响和改变乡村社会的产业形态、生态环境和社会结构等方方面面，农

民合作社日益成为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重要组织载体。合作社组织文化的本土化实践机制，还有待

进一步探索、总结和推广。

（5）发展农村合作事业还须大力培育具备现代合作意识、善于运营管理的高素质农民。可以看

到，改革者在江村引进合作社，成功推广了科学养蚕等先进知识技术后，却并没有同步培育出农民参

与合作社民主管理的素质和能力，没有培育出合作制工厂的主人翁精神，这是合作事业最终陷入困

境的内在原因。100年后的今天，在中国发展农村合作事业依旧面临着农民合作意识不强、参与主体

性缺乏等关键难题，农民思想意识的现代化转型比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转型还要困难得多。费老

晚年特别指出了中国现代化“三级两跳”过程中人的思想意识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问题[18]，他一生追

求的“志在富民”的学术抱负不仅仅是指要通过社会科学研究找到变革规律以帮助农民富口袋，更重

要的是要帮助农民富脑袋[19]。在农民物质生活日趋富裕的今天，必须创新农民教育和培训方式，不断

提升农民的文化素质，增进现代契约精神和民主参与理念，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新时代发展农村

合作事业应该在坚持、巩固和创新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鼓励更多年轻人返乡下乡、创新创

业，带动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生产经营主体跳出地域生产经营的局限，参与到更广阔的生产经营

方式变革、市场网络布局、农村现代治理体系的建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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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sant Life in China as an Illumination for Localization Practice of
Farmers’Coopperatives

YANG Yanwen

Abstract The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 of“pursuing knowledge from reality”and the academic te⁃
net of“aiming at enriching the people”contained in“Peasant Life in China”have inspired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to explore the unique path of China’s modernization.There have been a lot of studies and expla⁃
nations on its contribution with regard to its research method innovation and academic theory，but the
practical principle of“organized social change”revealed in the book has not attracted enough attention and
due discussion.This study summarizes and reproduces the vivid story of 100 years ago when the educated
youth carried out rural cooperative undertakings in Jiangcun Village and led the rural modernization trans⁃
formation，and holds that on the practical level of social reform the basic relations among the reproduction
of peasant households and the rural economy，social and cultural systems revealed in the book provide
rich inspirations for cooperative localization practice and promot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re⁃
form under the new space-time conditions：such as identifying the farmers’needs，potential basis and fea⁃
sible cooperation path of farmers’cooperation in the new era；strengthening the subjectivity of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cooperation；comb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ves with the promotion of the mod⁃
ernization of rural social culture and local governance system；carrying out local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culture combined with our country’s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vigorously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farmers with a modern sense of cooperation and managerial ability.

Key words “Peasant Life in China”；farmers’cooperative；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localization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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